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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是中国特有珍稀野生动物，被誉为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旗舰物种”。 大熊猫种群数量的

变化可以实时反应大熊猫种群动态，提供大熊猫分布区域、栖息地质量等最直接的信息，是制定大熊猫保护方案的基础，也是有

效实施大熊猫保护措施的前提。 综述了几种传统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方法（包括直接计数法、数学模型法、距离⁃咬节分析

法及分子生物学方法），以及近年来最新应用于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查的红外相机技术、足迹鉴定法，讨论了传统方法中可能

存在的问题、分析新方法的应用前景，并针对今后的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提出了一些建议与展望。
关键词：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方法；距离⁃咬节分析法；分子生物学方法；红外相机技术；足迹鉴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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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数量是动物生态学、行为生态学和资源管理学最核心的问题之一，通过种群数量调查可以有效的掌

握种群动态、种群生活史及进化对策、种群栖息地状况［１］。 种群的婚配制度、繁殖策略、繁殖行为的表达也与

种群数量调查密切相关［２］。 种群数量的变化可以评价濒危物种的保护措施对种群恢复的作用，资源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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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亦可以依据种群数量的调查结果制订有效的保护管理计划。
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是中国特有珍稀野生动物，有“国宝”和“活化石”之称，被誉为野生动物保

护领域的“旗舰物种”，历史上，大熊猫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南部、中部、西南，向北直到北京周口店等，向南至缅

旬北部［３］。 然而由于地质、气候的变迁，特别是近代以来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利

用，大熊猫面临种群隔离、遗传多样性降低以致灭绝的危险［４］。
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可以实时反应大熊猫种群动态变化，提供大熊猫分布、栖息地状况等最直接的信息，

是制定及有效实施大熊猫保护措施的前提。 为得到大熊猫种群数量等信息，建国以来，国家林业局先后组织

４ 次全国大熊猫调查，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 １８６４ 只（表 １），比第

三次调查增加 ２６８ 只，增长 １６．８％ ［５］。

表 １　 历次全国大熊猫调查总结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调查次数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调查时间
Ｐｅｒｉｏｄ

调查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数量 ／ 只
Ｎｕｍｂｅｒ

变化趋势
Ｔｒｅｎｄｓ

可能的变化原因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第一次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１９７４—１９７７ 年 路线调查法 ２４５９ — —

第二次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ｉｍｅ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 年 生物种群横向密度法 １１１４ 减少 可食竹大面积开花，食物短缺导

第三次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ｔｉｍｅ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
距离区分法和咬节
区分法综合分析

１５９６ 增长
“中国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工
程”等的实施

第四次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ｔｉｍ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
距离区分法和咬节
区分法综合分析

１８６４ 增长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野生动
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等
重大林业生态工程实施

大熊猫生活在高山峡谷的密林竹丛中，栖息地地形复杂；同时大熊猫种群密度低，其行动也十分隐蔽，对
人类的警惕性很高，在野外很难观察到它的实体，因此许多陆栖动物的数量调查方法不能运用于大熊猫种群

数量调查［６］。 为了得到野生大熊猫数量及分布的确切数据，科研工作人员先后采用直接计数法、数学模型

法、路线调查法、距离区分法和咬节区分法、分子生物学方法等多种方法对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进行调查。 历

次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均花费高额费用，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参与其中，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所得结果常为后

人所质疑。 目前大熊猫种群调查方法依然缺乏一种同时具备客观性、非损伤性、精确度高、投入产出比高、可
实践性强大熊猫种群调查方法。 本文对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方法进展进行综述，梳理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调

查方法，讨论方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今后的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方法的发展方向。

１　 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方法

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方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直接统计方法和间接统计方法。
１．１　 直接统计方法

直接统计方法主要包括直接计数法和数学模型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布设调查路线、样方等直接对野生

大熊猫直接进行观察，根据实际观察到的野生大熊猫数量估算样方内密度，进而推算研究区域内总体数量。
１．１．１　 直接计数法

１９６８ 年，我国首次野外大熊猫调查，采用直接计数法（又名哄赶法或围赶法）调研了四川省平武县王朗自

然保护区的大熊猫数量［７］。 调查步骤如下：（１）调查目标动物的主要栖息地并选好调查样地；（２）在样地内对

目标动物进行哄赶并计数；（３）计算调查样地内目标动物栖息密度；（４）根据样地占研究区面积比例，推算研

究区域内目标动物种群数量。
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调查组选择两条比较小又具有代表性的山沟（机械工棚沟和澡堂沟）作为样地，

分两路携带猎犬由沟底小溪两侧向上搜索驱赶，间隔一定距离统计所发现大熊猫实体数量，依据样地面积，计
算大熊猫在有林地面积和箭竹丛面积中的栖息密度，然后根据有林地面积和箭竹丛面积所占保护区的百分

９２５７　 ２３ 期 　 　 　 史雪威　 等：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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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推算出保护区大熊猫的种群数量。
直接计数比较原始，数量统计精确度也较低，仅适用于对大型动物的调查，例如有蹄类动物的数量［８］，能

在一定意义上说明该区域存在野生大熊猫。 直接计数法人力物力花费较大，对大熊猫的惊扰较严重，野外观

测时存在重复计数和漏计问题，现该方法已被淘汰［６］。
１．１．２　 数学模型法

１９８８ 年，北京大学、陕西长青林业局联合大熊猫研究小组在出版的《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一书中提

出了用数学模型推导在针阔叶混交林⁃巴山木竹林⁃大熊猫生态系统中大熊猫种群密度的方法［９］。 模型为：

Ｐ ＝ Ｖ
１ － １ － Ｔ( ) Ｋ

式中，Ｐ 为单位面积内熊猫的平均数量，即密度（只 ／ ｋｍ２）；Ｔ 为单位面积内所设立的一个样方的面积（ｋｍ２）；Ｖ
为一个观测时间单位中，在一个样方里观察到熊猫的平均数量（只·样方面积－１·观测时间－１）；Ｋ 为在一个

观测时间中，一只熊猫可能独立进入一个样方的次数。
该模型假设单位面积内的大熊猫进入样方一次的概率等于样方面积与单位面积之比，即为 Ｔ，那么大熊

猫不进入样方的概率为 １ － Ｔ( ) 。 则在观测时间 ｔ 内至少进入同一个样方一次的概率为 １ － １ － Ｔ( ) Ｋ[ ] ，
从而推导出密度 Ｐ

Ｐ ＝ 观测时间内一个样方里的直观熊猫数量 Ｖ
观测时间 ｔ 内 Ｋ 次进入同一个样方的概率 １ － １ － Ｔ( ) Ｋ[ ]

式中，Ｔ 值选取依据竹林中能见度的最大范围，Ｋ 值根据大熊猫在观测时间内的移动范围与样方面积的比值

得出。
为了验证此模型的精确性，调查组利用数学模型法于 １９８５ 年对佛坪自然保护区三官庙地区、１９８６ 年对

长青林业局华阳林场境内的大熊猫数量进行调查，得出与以往调查资料相近的结果。
数学模型法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种群调查方法，调查人员只需记录路线长度、样方数、直观熊猫数等数据即

可依据模型估算区域内熊猫数量。 但野外直接观察到大熊猫实体十分困难，而且大熊猫往往会通过敏锐的嗅

觉、听觉率先发现调查者并改变原有的行进路线，这种行进路线的改变是否会造成直观大熊猫重复计数有待

于进一步的调查。 另外，在大熊猫的不同生境下，竹林密度会有所差异，因此竹林中能见度的最大范围相应不

同，即 Ｔ 值不同。 模型参数较多为推测，模型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１．２　 间接统计方法

由于大熊猫栖息地地形复杂，大熊猫活动隐秘，不容易直接定位、观察野生大熊猫个体，目前对野生大熊

猫的监测、数量调查工作常通过对大熊猫活动产生的衍生物（如粪便等）进行分析，间接统计大熊猫数量。 间

接统计方法包括路线调查法、距离分析法和咬节区分法以及分子生物学调查法。
１．２．１　 路线调查法

路线调查法在大熊猫调查中有着较长时间的应用，１９７４ 年—１９７７ 年开展的四川省大熊猫等珍稀动物调

查（即全国第一次大熊猫调查）采用了路线法。 路线调查法简称路线法，又名样线法，是一种在预先划定的调

查区域内布设调查路线收集大熊猫活动各种信息的方法，适用于分布面积广、无法进行彻底调查的动物［１０］。
调查步骤如下：（１）通过查阅资料、走访当地村民等确定重点调查区和一般调查区；（２）根据调查区域内地形

地貌、植被状况、竹类分布状况、大熊猫的生态习性等划分调查小区，布设调查路线；（３）调查人员依据调查路

线收集、记录大熊猫活动的各种信息［３］。 调查路线布设的原则是：保证调查路线尽可能多地穿过大熊猫活动

的各种生境（包括沟谷、山坡、山梁等），收集的信息能够有效代表该调查小区［１１］。
全国第一次大熊猫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在岷山、邛崃山、凉山、相岭及秦岭南坡中段等大熊猫栖息地内，

按“Ｖ”字形进行搜索，记录遇到的大熊猫实体以及各种新鲜活动痕迹（如粪便、咬痕、卧穴、足迹等）。 统计分

析时，只以新鲜粪便为指标（陈旧粪便不作统计），将新鲜粪便的直径、组成成分、消化状况、咬节长度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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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大熊猫个体的重要依据。 指标相同则视为同一只个体，否则视为不同个体［１２］。 在这次调查中，咬节长度

虽然作为区分大熊猫个体的指标之一得到应用，但区分咬节长度的判别标准较为粗糙（没有设置区分阈值），
后经完善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咬节区分法。

路线调查法是一种原理简单、容易推广和易于操作的方法，同时也是是其他调查方法的基础。 通过路线

调查法可以收集到野生大熊猫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不但可以用于分析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还囊

括了大熊猫栖息地及潜在栖息地受干扰状况。 但第一次全国大熊猫调查中应用的路线法过多依靠调查人员

的主观视觉评价（例如对大熊猫实体大小、粪便新鲜程度的判断等），不同调查人员之间调查结果存在较大差

异，所得数量仅供参考。
大熊猫调查工作目前细化分为外业调查方法和内业分析方法。 在现阶段研究工作中，路线调查法常作为

外业调查方法一种，收集所需要的资料。 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外业调查即采取拉网式路线调查法，首要搜

集大熊猫的粪便，作为分析大熊猫种群数量的依据［１１］。
１．２．２　 距离区分法和咬节区分法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外业调查采取拉网式路线调查法收集大熊猫活动的各种信息，而
内业分析方法采用距离区分法和咬节区分法结合综合分析大熊猫种群数量。 内业分析方法具体为：（１）首先

利用距离区分法初步区分。 通过 ＧＩＳ 软件计算出任意两处痕迹点之间的距离，将此距离与区分阈值进行比

较，如果距离大于区分阈值，则将其区分为两个不同个体。 （２）再利用咬节区分法进一步区分。 对于小于距

离区分阈值的痕迹点集合，则计算不同痕迹点的咬节平均值之差，通过与咬节区分阈值比较，进行个体识别

（图 １） ［１１］。
距离区分法是指当两个痕迹点之间的间距超出一定范围时，可基本判断这两个痕迹点不属于同一只大熊

猫。 大熊猫属于独栖动物，除繁殖季节外，野生大熊猫间常保持着一定距离，每只大熊猫通过嗅觉主动回避其

他个体的近日活动范围［１３］，除了发情期和季节性垂直迁移期及突发事件（如冷箭竹开花、地震）外，野生大熊

猫基本都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摄食、饮水或寻找配偶，这个区域即巢域（家域） ［１４］，如果两个痕迹点间距不在

这个范围内，那么它们属于同一只大熊猫的概率就变得很低。 另外大熊猫为节省能量消耗不爱走动，日移动

直线平均距离不到 ５００ｍ ［３］。 由于大熊猫在一定时间内的移动距离是相对稳定的，大熊猫很可能只出现在一

个以某一痕迹点为圆心，该时间段内大熊猫最远移动距离为半径的区域内。 因此如果两个痕迹点之间的距离

超过发现这两个痕迹点的时间间隔段内大熊猫最远移动距离（距离区分阈值），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两个痕迹

点不属于同一只大熊猫所留。 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中采用的距离区分阈值分别为：１ｄ 为Ｄ１ ＝ １．０ｋｍ；１—３ｄ
为Ｄ３ ＝ １．５ｋｍ；４—１５ｄ 为Ｄ７ ＝ ２．５ｋｍ；１５ｄ 以上为ＤＭＡＸ ＝ ３．５ｋｍ［１１］。

图 １　 第三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大熊猫种群数量分析流程图［１１］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Ｓｕｒｖｅｙ［１１］

采用距离区分法时，对于大尺度上距离显著大于区分阈值的两处痕迹点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但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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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尺度上距离小于或接近区分阈值的两处痕迹点的区分能力不强。 Ｚｈａｎｇ 等对陕西省佛坪自然保护区的 ４
只野生大熊猫 ＧＰＳ 追踪发现，大熊猫冬季巢域范围显著大于夏季巢域范围，并且不同的野生大熊猫家域之间

存在很高程度的巢域重叠现象［１５］。 距离区分阈值同日行走距离密切相关，而大熊猫日行走距离受繁殖因素、
寻找食物难易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同个体、季节有很大差异，日行走距离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数字［１６］。
胡锦矗等通过无线电监测测定四川卧龙保护区大熊猫每天活动平均约为 ６００—１５００ｍ 左右，移动的直线距离

不超过 ５００ｍ；潘文石等通过无线电项圈对秦岭 ６ 只大熊猫日常活动进行监测，发现任何个体在同一个时间间

隔内的迁移距离都存在很大差别，并且 ３０ｄ 内同一个体迁移距离随时间间隔的增加其平均距离也增大［１０］；
Ｚｈａｎｇ 等对卧龙自然保护区 ５ 只野生大熊猫的监测显示大熊猫日活动范围在（２４１±３４１）ｍ。 目前大熊猫移动

距离、巢域大小等多利用无线电监测进行，通过判断信号强弱以确定目标个体的方位。 但山区地形复杂、植被

丰富，无线电信号反射现象较为严重，而且定位目标个体方位易受监测者主观意识影响，因此可能存在较大的

定位误差［４］，现在 ＧＰＳ 追踪的应用揭示了比无线电项圈更广的大熊猫家域和活动核心区域［１６，１７］。 距离区分

阈值常采用调查时期内的大熊猫平均最远移动距离，因此分析出的大熊猫种群数量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另

外，大熊猫在空间利用上存在显著的互相影响。 Ｈｕｌｌ 等发现 １ 个熊猫对（由 １ 只雄性和两只雌性大熊猫组

成）的叠合巢域同时显著吸引熊猫对里的 ３ 只大熊猫（即熊猫对里 ３ 只大熊猫会同时出现在他们的叠合巢域

内） ［１７］。 仅通过痕迹点之间的距离就判断是否为 １ 只大熊猫值得商榷，大熊猫行为生态学的进一步发展将有

助于距离区分法的改进与应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咬节区分法作为判断大熊猫种群数量的重要方法之一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咬节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ｔｅｍ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即为大熊猫粪便中未消化的竹茎，普遍认为具有个体特征［３］。 对粪便中的咬节长度

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可以区分相邻样线上不同个体，进而得出区域内大熊猫数量。 尹玉峰等提出目前使用的

咬节区分法阈值（２ｍｍ）可较准确判断大熊猫种群数量［１８］。
用咬节区分个体的前提是在野外，大熊猫彼此间隔离，区域范围内数量很少的情况下进行。 在较大区域

上，由于会存在更多的年龄相同或相仿、咀嚼能力接近的大熊猫个体，彼此之间咬节平均长度有可能差异不显

著［３］。 同时大熊猫食性存在季节性变化，在某些季节全采食竹叶而在其粪便中不留下咬节，因此咬节区分法

具有一定时间局限性［１９］。 另外，咬节区分法判断两只个体所使用的平均咬节长度差别阈值是 １．５ｍｍ 或 ２ｍｍ
（如第三次全国大熊猫调查），这对测量的精度要求很高，容易受到主观因素和测量误差的影响［２０］。 ２００３ 年

魏荣平等对卧龙自然保护区中的 １５ 只不同年龄（２—１６ 岁）大熊猫粪便中的竹子咬节进行了测定，通过竹子

咬节平均值的方差分析，发现粪便中竹子咬节长短受个体、日期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影响，与年龄、性别，山系，
野外和饲养环境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易受环境（日期，竹子质量等许多不清楚的因素）的影响［２１］。 因

此通过咬节法所得到的数量调查结果存在争议。
第三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对大熊猫种群数量的分析，采用距离区分法和咬节区分法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

法［１１］。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野外共有 １５９６ 只大熊猫（不包括 １．５ 岁以下大熊猫幼体数量）。 为了使调查数据

更具有可比性，第四次调查基本上沿用了第三次调查采用的距离区分法和咬节区分法对种群数量进行了统

计，结果显示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 １８６４ 只，增加了 ２６８ 只，增长了 １６．８％。
１．２．３　 分子生物学调查法

近些年随着分子生物学、保护遗传学的发展，有专家陆续通过大熊猫 ＤＮＡ 进行个体识别，进而统计大熊

猫种群数量。 其基本原理是：大熊猫粪便在经消化道排出时，会有部分脱落的细胞混杂在粪便表面的黏液中。
提取脱落细胞的 ＤＮＡ 全基因组，进行个体遗传信息的分析，区分不同大熊猫个体，最终统计种群数量（图
２） ［２２］。 高等生物的基因组中含有大量的串联重复序列，主要由两种类型组成，即小卫星 ＤＮＡ 和微卫星 ＤＮＡ，
对应的采用的分子生物学遗传标记监测技术分别为 ＤＮＡ 指纹图谱技术和微卫星标记技术。

小卫星 ＤＮＡ 是一些重复单位在 １１—６０ｂｐ、重复次数在成百以上、总长度由几百至几千个碱基组成的串

联重复序列。 ＤＮＡ 指纹图谱技术是由 ＤＮＡ 指纹探针产生的、多个 ＲＦＬＰ 图带组成的、具有高度变异性和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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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分子生物学在大熊猫调查研究中的流程图及应用［２２］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ｉａｎｔ Ｐａｎｄ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２］

专一性的，并能稳定遗传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图谱［２３］。 ＤＮＡ 指纹图谱技术利用多位点探针与基因组中

的多个小卫星位点上的等位基因杂交，产生多态性图带，每条可分辨的图带代表一个等位基因位点。 因此

ＤＮＡ 指纹图谱能够全面地反应基因组的变异性，具有高度的个体特异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方盛国、冯和文等

尝试将 ＤＮＡ 指纹图谱技术应用于大熊猫数量调查，首次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判断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
２００６ 年余建秋建立了从大熊猫粪便样品中提取高质量 ＤＮＡ 的技术体系，并得到清晰易辨的 ＤＮＡ 指纹

图谱［２４］。
ＤＮＡ 指纹图谱技术具有可供分析图带多、并能同时检测多个位点，反映动物的遗传背景的变异程度更精

确等优点，而且通过分级离心法可以有效降低粪便样品中污染 ＤＮＡ 含量［２４］。 但该技术存在着工作量大、带
型比较误差大、提取 ＤＮＡ 数量质量的要求比较严格、成本相对较高、设备要求较多等缺点。

微卫星 ＤＮＡ 是指以 １—６ｂｐ 的短核苷酸序列为核心单位、长度小于 １００ｂｐ 的小片段，又称为简单重复序

列（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ｐｅａｔｓ）。 微卫星 ＤＮＡ 两端的序列一般是相对保守的单拷贝序列， 并且不同等位基因间

的重复数存在丰富的差异，通过设计特异引物，对基因组总 ＤＮＡ 进行 ＰＣＲ 扩增，用以揭示扩增片段的长度多

态性（即微卫星标记） ［２５］。 相对于其它分子标记而言，微卫星标记具有分布广泛、选择中性、共显性遗传、多
态性高、实验结果稳定可靠等优点。 １９９７ 年张亚平等对大熊猫微卫星初次进行筛选并应用于亲子鉴定［２６］。
２００６ 年詹祥江等人通过 ＰＣＲ 技术扩增微卫星位点，利用多个位点的微卫星分子标记进行大熊猫的个体鉴

定。 在对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研究中，詹祥江等人得出结论共有 ６６ 只大熊猫（３５ 只雄

性，３１ 只雌性）生存，远高于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中的 ２７ 只［２０］。 ２００８ 年 Ｗｕ Ｈｕａ 等发现可用于大熊猫非

损伤取样样品分析的 ３３ 个多态性微卫星位点［２７］。 ２０１０ 年在《Ｎａｔｕｒｅ》杂志上公布的大熊猫基因组精细图谱

研究成果，为分子生物学鉴定个体提供便利［２８］。 ２０１５ 年黄杰等人通过扫描大熊猫全基因组搜索和输出微卫

星序列，进一步对微卫星序列进行统计和分析，逐步筛选出粪便样品中同时具备多态性、稳定性、可重复性的

四碱基微卫星共 １５ 个建立大熊猫微卫星标记系统，同时选择此系统中期望杂合度最高的 ６ 个位点建立大熊

猫个体识别方法［２９］。
微卫星 ＤＮＡ 标记克服了 ＤＮＡ 指纹技术需求大量高质量 ＤＮＡ 的限制［２０］，但仍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微

卫星标记具有种族特异性，通常需针对不同的物种，在了解其基因序列的基础上进行特异性引物设计，此过程

包括基因文库构建、基因测序、引物设计与多态性检测等，费时费力［３０］。 另外采用不同微卫星标记得出的不

同结果之间很难横向对比［２９］。 微卫星侧翼序列变异会带来等位基因大小同源异形和无效等位基因，对群体

遗传多样性参数、亲本分析结果等相关分析带来不良影响［２９］。 同时微卫星标记在处理低浓度、少数量、污染

ＤＮＡ 模板时可能会出现等位基因丢失、错印等现象，引起种群数量统计上的偏差。 设计恰当基因分型实验方

案、减少基因分型过程中的误差、基因分型后的数据清理、数据分析时误差说明等可在很大程度上最终减少误

差［３１］。 现在国际上通常采用哈迪⁃温伯格检验和孟德尔遗传规律检测无效等位基因；利用重复基因实验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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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等位基因丢失现象［３１⁃３２］。
分子生物学调查方法不但可以提供较精确、可信性较强的大熊猫个体鉴定、区别方法，也能提供大熊猫的

性别、遗产多样性、种群间基因交流、扩散格局等其他信息，对野生大熊猫保护和栖息地的规划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２６］。 但其调查成本较高、样品处理要求高等缺点仍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国内已有许多文献描述

如何在粪便中提取 ＤＮＡ［３３⁃３４］，但提取过程相对于普通保护区 ／监测站点仍是一个难题。 在现有的技术方法、
人员配置以及经费支持条件下，监测站只能对粪便进行简单预处理，初步提取 ＤＮＡ，等待送往专业的科研机

构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这个过程对最终的分析结果是否有影响值得讨论。 如何简化 ＤＮＡ 提取操作以及如何

减少调查过程中的开销是解决分子生物学调查法推广的关键。 另外，分子生物学调查法对粪便质量要求较

高，如何获得新鲜的大熊猫粪便，也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需要解决的问题。

２　 总结与展望

大熊猫保护的相关政策和管理行动减缓了数量下降，同时狩猎、栖息地破坏等行为几乎消失，野生大熊猫

种群和栖息地均得到了有效保护，野生大熊猫的未来光明并充满希望［３５］。 王朗自然保护区的首次调查揭开

了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的帷幕，经过数十年积累，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取得巨大进步；调查范围由最初的自然

保护区演变为全国范围；调查目的由单一种群数量和分布情况演变为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分布现状、栖息地

状况、野生大熊猫种群及栖息地受保护状况、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受干扰或威胁状况、圈养大熊猫种群状况、野
生大熊猫分布区经济状况、大熊猫保护管理状况与成效七大方面内容综合调查；调查方法由直接观测过渡到

间接识别，由扰动较大到非损伤，由主观判断到客观分析，由单一方法判别个体发展为多种技术手段综合分析

鉴定个体；调查工具也逐步采用 ３Ｓ（ＧＰＳ、ＧＩＳ、ＲＳ）技术等国际最前沿的方法。 我国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体系

初步形成。 在此，我们根据各种调查方法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目前野生大熊猫种群调查发展需求，提出 ３ 种

未来可能利用的大熊猫种群调查方法。
２．１　 分子生物学调查法

经过 ２０ 余年的沉淀后，分子生物学调查法可以提供较精确、可信性较强的种群数量，新的遗传工具同样

揭示了种群结构、量化大熊猫扩散格局，已经成为目前比较值得信任的调查方法之一，预计在今后较长的一段

时间内将会作为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的主要方法。 大熊猫基因组测序的发布为基因标记的研发提供便利，在
将来使用 ＳＮＰ 类型进行标记可能会比微卫星标记更加容易。 粪便中提取出成千上万 ＳＮＰ 将进一步转变大熊

猫的生态学、进化学和保护学的研究［２２］。
２．２　 红外相机技术

红外相机陷阱技术是指通过自动相机系统来获取野生动物图像数据（如照片和视频），这些图像数据可

以用来分析野生动物的物种组成、分布、种群数量、行为和生境利用等基础信息［３６］。 国外使用红外相机技术

开展野生动物调查研究已有较长历史，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逐步发展成熟；我国使用红外相机技术进行相关研

究的工作起步较晚［３７］，在国内，研究者利用红外相机记录野生动物的活动模式，探测野生动物的多样性，或者

记录特定的野生动物，如东北虎、大熊猫、雪豹及华南虎等［３８］。 相对于传统调查方法，红外相机技术不但具有

客观性、非损伤性、监测类群全面等优点，它还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例如物种出现的具体时间、先后顺

序、社会结构等） ［３７］。 红外相机装置隐秘和能持续观测等特点适合于观测栖息地地形复杂、采用直接观察难

以执行、活动隐秘数量稀少的动物，而且红外相机获取的调查数据可在“标记⁃重捕”模型（Ｍａｒｋ⁃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的理论框架下，使用专业数据分析软件估算此物种的种群大小和密度［３６］。

红外相机技术具有直观监测大熊猫迁移动态、提供准确影像资料、补充丰富监测库数据、观测人为 ／自然

干扰及伴生动物、减轻巡护人员工作压力等优点，在大熊猫行为研究、大熊猫保护中的应用前景光明，但对于

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而言还属于一种相对新的技术［３９］。 究其原因，主要是大熊猫只有黑白两色，无法根据体

侧斑纹模式进行个体识别，仅能通过伤疤或脸部花纹等其它个体特征进行初步识别。 另外红外相机技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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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测物种主要通道上布设大量相机并定期进行维护，而且后期对数据的分析整理也需要专业人士，这对人

力物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现已有部分保护区安装大量红外相机用于监测、保护等目的，尚无涉及种群数量

调查，因此，红外相机技术应用于野生大熊猫种群调查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与尝试。
２．３　 足迹鉴定法

足迹鉴定法通过收集区域内目标动物足迹信息（包括足迹图像、足迹位置、发现时间等），输入基于 ＪＭＰ
（ＳＡＳ ｉｎｓｉｔｕｔｅ）软件上的特定插件，自动提取足迹图像上的几何信息并进行统计分析，结合其他信息综合区分

不同个体，最终统计区域内种群数量（图 ３） ［４０⁃４４］。 足迹鉴定法的主要分析过程为软件自动完成，不存在主观

干扰，国外已利用足迹法对多种动物进行个体识别或种群数量调查，例如老虎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ｔｉｇｒｉｓ） 和雪豹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 ｕｎｃｉａ） ［４１］、黑犀牛 （Ｄｉｃｅｒｏｓ ｂｉｃｏｒｎｉｓ） ［４２］、美洲狮 （ Ｐｕｍａ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４３］ 等，在我国也有对东北虎

（Ｐａｎｔｈｅｍ ｔｉｇｒｉｓ ａｌｔａｉｃａ）雪地足迹进行性别鉴定及个体识别的研究［４０］。 ＷｉｌｄＴｒａｃｋ 动物保护组织与美国杜克

大学已合作开展大熊猫足迹识别相关插件的研究工作。
相对于传统调查方法，足迹鉴定法优势不仅在于其客观性、非损伤性，而且它具有很高的投入产出比［４５］。

足迹鉴定法主要设备为相机与电脑，将符合要求的足迹图片导入程序即可完成鉴定工作，普通监测人员即能

胜任对目标物种长时间监测。 足迹鉴定法适用于一些夜间出没或是难以直接观察物种的数量调查，并且足迹

鉴定法可以更直接监测目标物种的迁移路线，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调查方法的不足。 同时足迹鉴定法也

不会受昂贵仪器或者时间问题限制，因此可以提供比无线遥测技术和红外相机监测技术更真实的动物活动

范围［４５］。

图 ３　 Ｓｋｙ Ｋ．Ａｌｉｂｈａｉ 等在白犀足迹上做的标记点及衍生点 （ａ）白犀牛的左后脚（ｂ）白犀牛的左后脚足迹，包含标记点（○）以及衍生点

（■） ［４５］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Ｓｋｙ Ｋ． Ａｌｉｂｈａｉ ｏｎ Ｗｈｉｔｅ ｒｈｉｎｏ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 Ｗｈｉｔｅ ｒｈｉｎｏ ｌｅｆｔ ｈｉｎｄ ｆｏｏｔ． （ ｂ） Ｗｈｉｔｅ ｒｈｉｎｏ

ｌｅｆｔｈｉｎｄ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ｐｏｉｎｔｓ（■） ［４５］

应用足迹法的首要条件是调查区拥有适当的基质，目标种群足底结构足够复杂，这样才会收集到足够清

晰、满足分析要求的图片。 大熊猫行走习性和脚底特征使得大熊猫足迹可以轻易的同其他物种区分开来（如
图 ４ 所示，雪地上、泥地上大熊猫的足迹均可以清晰的反映出趾垫的轮廓） ［３］。 泉眼附近泥塘和冬季有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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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ａ）雪作为基质收集的足迹（图片来源：熊猫国际官网）（ｂ）

泥土作为基质收集的足迹

Ｆｉｇ．４ 　 （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ｎｏｗ． （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ｎｄ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 ｂ ）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ｏｉｌ

覆盖地面是较为理想的基质。 但泥塘分布的局限性和

积雪作为基质的不稳定性（容易融化或者被继续的降

雪覆盖等）对足迹质量影响很大，因此需要收集大量的

足迹图片用于筛选、分析。 足迹收集工作可与保护区的

日常巡护工作、粪便收集工作同时开展。 同时，大熊猫

足迹识别相关插件正在研发中，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进

行校准与验证。
本文通过对几种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方法进行了

较全面的对比分析（表 ２）。 未来开展大熊猫种群数量

调查时应综合考虑这些方法的调查范围、时间尺度、人
员配置、资金投入等因素，针对不同情形选用不同方法，
发挥各种调查方法的优势，保证调查数据的可靠性。 另

外，对于有条件保护区选用的调查方法应具有延续性，
这样历次调查结果可以进行横向对比，反应出的种群数

量变化更具有说服力，为有关部门及时调整大熊猫保护

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表 ２　 大熊猫种群调查方法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Ｐａｎｄ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咬节法
ＢａｍｂｏｏＳｔｅｍ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分子生物学法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
ｍｅｔｈｏｄ

红外相机监测技术
Ｃａｍｅｒａ⁃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足迹法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ＩＴ）

取样方法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路线法 路线法 样地法 路线法

样品 Ｓａｍｐｌｅｓ 粪便 粪便、毛发、尿液等 自动触发相机拍到照片 足迹

取样设备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取样袋 取样袋、酒精、干燥剂等 红外相机 相机、标尺

特殊要求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直接测量或尽早 － ２０ 度
保存

９９．９９ 的纯酒精保存，尽
早处理

定期维护相机 图片足够清晰

监测范围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研究区的全部 研究区的全部 安装红外相机区域 研究区的全部

时间长度 Ｐｅｒｉｏｄ 长时期监测 长时期监测 一段时间 长时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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